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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事实上主导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

此同时，大多数体系理论又都以理性主义为指引的，凡不遵循理性主义逻辑

的体系理论，多不被视作严肃的体系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的缺陷

恰好在于其对理性主义方法的应用：体系理论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讨论，而理

性主义方法却注重微观层次的考察。这就导致了止步于宏观层次的体系理论

简洁有余但解释力不足，而多数引入更为微观讨论的理论尝试又陷入另一个

极端。笔者认为，应当重新强调理性主义的微观关注，将微观研究重新引入

体系理论。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一方面尝试

将体系理论的宏观层面与理性主义的微观层面相结合，另一方面旨在寻找国

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汇合点，并由此得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

望本研究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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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主导的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在 30

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① 一书中创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使

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国家假定为“同质行为体”（unitary actor），

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自

变量和因变量都简洁明晰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这些努力使华尔兹的新现

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象征着科学和演绎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

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30 多年来，尽管对其批判不断，但

始终无法撼动新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

义的研究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在这一研究方法的

基础上展开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的。90 年代产生的建构主义在接受新现

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再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会

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但仍坚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增强了理论的解

释力，但却使其理论变得模糊，丧失了理性主义这个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

制度主义两大理论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华尔兹认为不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

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理论，因此他觉得“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②  

但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尽管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

的讨论，忽视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

主流体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层次作为研究范畴，并被人们称为体系理论，③ 但

导致了理论简洁但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近年来试图实

现研究层次的回落，通过增加变量来增强解释力，但这同样也产生了一个问

题：理论的解释力很强但却因果关系模糊。的确，对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

来说，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

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将会导致一个重大风

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②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

第 18 页。 
③ 参见秦亚青：《权力 制度 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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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① 因此，如何在坚守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

同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研究的一个难题。通过加强对理性主义方法微观层

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的

出发点和尝试。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也应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

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事实上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

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

展。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理论，并基于

微观分析方法得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这一尝试有助

于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 

 
一、微观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新现实主义诞生之后，理性主义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体系层面成为主

要的研究层面。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划

分标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方法之分，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层次

与单元层次之分。按照这一标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界线是比较分明

的。 

 

表 1：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类型 
研究方法 

研究层次 理性主义 社会学方法 

体系层次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

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 
建构主义等 

单元层次 
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

学等 
女性主义理论、民主和平

论、暴力冲突的心理学理

论等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制作。 

① 参见布鲁斯·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8
期，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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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理性主义和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社会学

方法主要是分析和思考共同知识是怎样生成的，理性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生成

之后的共同知识是怎样影响行为体选择的。也就是说，社会学方法研究的核

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

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

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① 对于社会学方法

而言，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性主义来说，社会属性是其研

究的背景条件。比如经济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剥离行为

体的社会属性，将其看做是给定的；而人类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社会学理论的

研究方法，它研究的内容正是行为体的社会属性。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

的互补性，缺一不可，但在理论研究中又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研究层次上，华尔兹划清了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的界线，这被认

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方面，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为了理论的简洁，将

国家假定为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把整个理论

的因果逻辑推导集中在体系层次。这并不表示它们认为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

不重要，而是为了使理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更加明晰。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理论

变得简洁的同时，理论的经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也日渐凸显：由于剥离的变

量太多，理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其陷入了一个进退

维谷的两难境地，在权衡取舍之后，三大主流体系理论还是坚守了体系研究

层次。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将单元层次

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关注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

弈，强调女性在权力政治中的作用等等。单元层次理论所关注的主体恰恰是

体系层次理论所剥离的“国家暗箱”。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是国内政治是否

重要，而是国内政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影响。② 

研究者在这两个层次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研究层次上的体系

①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

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 页。 
②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eter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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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划分，使得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进行了人为分

割，特别是对微观层次的刻意忽视，导致了重大的理论困境，即宏观考察与

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系理论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

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而导致的。必须指出

的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还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

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因此，强化国际关

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使用理性主义微观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呢？要分

析这一问题，可以适当地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微观经济学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功、明晰地在体系层次上将微观层面（单元层次）

纳入了考虑、融入了理论体系。在不失宏观性的同时，也不失微观性，实现

了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微观经济学虽然也将行为主体假定为“理性的”①，

但相对于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的”经济人

基础上，以数学为工具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逻辑演绎和推导，进而得到了

经济在均衡时的状态。由于逻辑的严密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无争议

的一个领域。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

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的争论。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经验研究的理论升华，不

同的研究角度和经济现实导致了各种理论学派的出现和争论。目前国际关系

理论的情况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也存在多个理论流派的争论，根本原因在于

国际关系理论并非通过坚实的微观基础演绎推导而出。由此可见，国际关系

理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给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

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为体系理论引入一个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是有必要

的，也是可能的。这个微观分析方法同样也属于体系层次，而非单元层次。

目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作

“同质行为体”，止步于国际政治的宏观部分。其实，国际政治还有一个可

以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微观部分。可能有人会说政治问题太复杂，

① 经济学假定经济中的行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能够对自己

的行为做出正确选择。 
 

121 

                                                             



          20 13 年 第 6 期 

以至于不能被简化为寥寥等式，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数学较之于日常语言

的确更为有力，这一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在复杂问题中，非正式逻辑的错误

很容易发生却又很不容易被发现。① 

 
二、微观分析方法的前提假设和基本内容 

 

肯尼思·华尔兹在创建新现实主义时，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

市场理论。② 该理论把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

离了厂商的产品差异、组织形式和内部决策过程，认为市场产生于厂商的互

动，市场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厂商并能决定价格和数量，其市场结构是完全竞

争的。华尔兹在参考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现实主义，把国家也设为“同

质行为体”，将国际结构比喻为市场，认为国际结构产生于国家的互动，结

构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国家并像市场一样成为自在的、独立的、超越国家并凌

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③ 然而，这一市场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假定的行

业只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而不是由大厂商和小厂商共同组成。④ 随着经济

学的发展，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有“完全竞争市场”之外，还有“完全

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将厂商假设为“同质

行为体”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它

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⑤ 现实中的厂商并非是“同质行

为体”，经济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更多的是垄断竞争的市

场结构。因而微观经济学发展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理论，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

实。同理，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力量大小不同的国家组成，而华尔兹将国际社

会看做是许多同质国家组成的“完全竞争”（无政府状态）结构就值得商榷

了。因此，本文认为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结构来比喻国际社会可能更

为合适，可以借鉴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国际社会的现实。 

① 参见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第 66 页。 
② Fearon D. James,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1998, p. 293. 
③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4. 
④ James,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94. 
⑤ 仅有部分农产品的市场接近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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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的微观分析方法修改了华尔兹关于“同质国家”的前提假设。

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中，基本假设是厂商的非同质性，这种差异使厂

商获得了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借鉴这一思想，本文假设国际社会是由非同

质性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上。为了

便于分析，假设国家为两种类型：“大国”和“小国”，核心变量是“影响

力”。① 需要特别指出“地理因素”或更大的“物质基础”并不是核心决定

因素，尽管可能会具有某种重要性。“大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有影响力的国

家；“小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结构的国家。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厂商的存在会使市场结构无效率，但大国的存在

会使国际社会有秩序。 

从这一前提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

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

做是同质的、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是由国际

社会中的国家互动所产生，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的和独立的，就像是

“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是由厂商互动产生一样。可是，正因为它们是自在的

和独立的，所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很难对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

变化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当改变了前提假设之后，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大厂商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力的。本文的

假设也是如此，大国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结构，小国受国际结构的影响和左右。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假设所带来的解释力上的差别。20 世纪 90 年代，

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由于没能预测到冷战结束而备受指责，但批评者在这里犯

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自我设定的，它解释不了结构为

什么会发生变化。但根据“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苏联实质上是一个对体系结构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于大国而言，它可以影响

甚至决定体系结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大国自身的原因，这个自身原因直接

导致了冷战的结束，随之也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说，大国是体系结

构的制定者，而小国是体系结构的接受者。如果用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表示，

就是“大国——国际结构——小国”。因此，这不是华尔兹认为的“结构选

① 这样处理不影响结论的一般性，但大大简化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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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顺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

家则衰退并死灭），① 而是“大国选择”（顺大国者昌，逆大国者亡）。 

在区分大国和小国的问题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按照对国际结构的影响

力”这一区分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中“大厂商”的

概念是给定的，大家不会去讨论拥有多大的厂房、达到多少年产量的厂商是

大厂商，这更大意义上是一种非凡影响力的体现。当今的大国，亦难以非常

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正如曹操在“煮酒论英雄”里所言，淮南袁术、河北袁

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等皆非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

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② 因此，在理论的论述中，“大

国”的概念是给定的。但是，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也可以适当地采用定量分

析的方法，这主要由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另外，如果需要增强对复杂情况

的分析能力，还可以将大国划分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世界大国

决定国际结构秩序，地区大国能影响和决定地区结构秩序，并可能对国际结

构秩序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加入这样的变量可能会使理论的推导变得模糊，

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在新的前提假设下，为了防止犯“还原主义”的错误，本文根据经济学

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图形引入了一个国家行为的微观图形，将新现实主

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

家等效用线暗箱”，同样也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图 1）。 

第一，国家预算约束线是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制约线。图 1 中的斜线 AB

就是国家的预算约束线。这种约束是指国家的行为受到其所掌握的全部资源

的制约。超出预算线的国家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以自

然地推出，大国的预算约束线远离原点，小国的预算约束线靠近原点。作为

理论研究，可以不用去界定国家所掌握的资源的内容，而在具体的分析中可

以对其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也可以引入具体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另外，

预算线是可以变动的。它的变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位置的平移，也即国家

的实力增加或减弱引起预算线的平行移动；另一种是斜率的变化，也即 X 轴

① 秦亚青：《权力 制度 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 39 页。 
②《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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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Y 轴两种产品的价格变动，造成同等预算下可消费的产品数量发生变化，

并影响了预算线的斜率。 

 

 
图 1：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本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二，安全与发展是国家消费的两种主要“产品”。为了保持微观图形

的简洁，假定国家有限的预算主要使用在两个方面：安全和发展。① 图 1 中 X

轴表示发展，Y 轴表示安全。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着权衡取舍，

需要对安全与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做出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安全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力量

和源泉；从长远来看，二者互为补充。预算线上的任意一个点都代表了国家

在发展和安全上的一个组合。理论上国家可以选择预算线上的任意一点来确

定自己的发展和安全的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国家的效用不同。理性的

国家会选择效用最高的组合。因此，国家需要做出考虑的是：如何在预算线

（国家实力）的约束下获得对国家最有利的安全和发展水平。 

第三，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一个暗箱。图 1 中曲线 U 就是

国家等效用线，它是用来衡量国家的效用水平的；U 是所有效用相等的安全和

① 正如爱德华·厄尔所言，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每个治国之才面临的最关键也是最

吸引人的问题”。参见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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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组合，U 凸向原点表示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偏好极端的组合；U 离原点越远

表示的效用水平越高；U 的位置代表了国家的偏好。需要指出的是，U 的位置

决定过程被看做是一个暗箱，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本

文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U 的位

置是给定的，它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被忽略的。① 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效用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就是安全和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点。也就

是图中的 E 点，E（S1，D1）表示国家在现有预算条件下能够投入用于安全的

资源和用于发展的资源。 

第四，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国家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国际关

系领域的很多思想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本体是有

本质区别的。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厂商可以为了利润进行合并，而

国家合并的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厂商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国家

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学的四种市场结构中，厂商都是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是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

社会属性，并不是由“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② 这一属性植根于国家的民

族主义思想和历史文化积淀，“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

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这也正是当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

批判常常失去目标的主要原因”。③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存既不是

一个前提假设也不是一个推论，厂商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它可以为

了利润而进行合并，但国家却很难。要吞并或消灭一个国家的难度非常大；

借用物理学的术语作类比，国家这个行为体的原子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要聚

变或裂变这个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非常惊人。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

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家这个由社会属性连接的原子结构，其稳定性远远超过

① 在经济学研究中，等效用线的位置也是给定的，它只讨论消费者的效用线在给定的情况

下所出现什么情况，而不会去讨论消费者的偏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某种偏好，因为这

已经超过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研究范围。把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剥离并放在

这个暗箱中，这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图形包括太多的变量，将使因果关系

变得复杂而不清晰，虽然这可以会增加图形的解释力，但却很难说它是成功的。 
② 华尔兹认为国家的生存考虑是由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参见

秦亚青：《权力 制度 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 31 页。 
③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序”第 7 页，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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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厂商的结构。即使是“一体化”步伐走得最快的欧洲，人们也可以隐约地

感到要聚变几个“原子核”又谈何容易。虽然国家也会像厂商一样追求利益，

但国家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

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一个给定条件，而不是一个讨论条件。 

 
三、微观分析方法的重要推论 

 

在上述“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和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础上，本文

得出了微观分析方法的六个推论。 

推论一：国际社会的特征是“多头等级结构”而非“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既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的“客观存在”，

也不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国家造就的”；① 它实质上是由新现实主义、新

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同质国家”这个前提假设建构

出来的。国际社会并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同质行为体的互动才会产生

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更像一个“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一个“完全竞争市

场”。华尔兹将国际社会假定为无政府状态是与现实不符的。摩根索的现实

主义六原则里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内容。② 米尔纳对此也进行过评判，认为

“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③ 当今的国际社会，在“恐怖

核平衡”之下更像是一个多头政治（polyarchy），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构。如果一定要说国际社会存在某种形式

的无政府状态，那也只存在于大国之间。对于小国来说，国际体系实质上是

由几个大国控制和管理的，“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体系，而是一个等级结构体

系，它限制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行为”。④ 在多头等级结构中，大国

①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1992, p. 391.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p. 4-15. 
③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1991;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

论的探索与争鸣》，第 140 页。 
④ Carlos Escude, “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 Argentina and The Condor II Missile Project,” in Stephanie G. Neuma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8,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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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国会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大国更注重均势与制衡，小国更注重福利与生

存，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切不可将相对收益的分析方法绝对

化。国际合作的难题其实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下虚构出来的一个命题，并

非国际社会的现实。① 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多头等级结构

的缩影。加强对国际社会多头等级结构状态的研究，将促使大国抛弃无政府

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不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上，而是

更多地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未来承担起那份属于大国的责任。 

推论二：规模效应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国际机制有助于国家形成规

模效应，减少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 

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现代经济社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有限的资源和预算下，国家要实现更大的安全和更快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获得安全和发展

的单位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大国本身就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它的单位预算

收益要比没有规模效应的小国高；也就是说，大国的规模效应减少了它在安

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而对于小国来说，要减少这两个方面的单位成本，

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产生除了“防止市场失灵、降低

交易成本和实现信息对称”② 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形成规模效应。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进而获

得规模效应。当然，实现规模效应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固定的，国际机制的

结构也是非常灵活的，它不仅存在于小国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大国与小国、

大国与大国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欧洲努力实现经济一体化来形成

发展方面的规模效应；美国、日本和欧洲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来降低安全

方面的单位成本；小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大国购买武器来降低武器研发成

本，大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小国出售甚至赠送武器来提升大国自身的安全。

但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过大也会引起收益减少，这可能也是欧盟一直

拒绝俄罗斯加入的一个原因。大国通过规模效应获得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小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来实现规模效应，不然就很

①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67-85. 
②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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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会出现“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大小国间的差距进一步

拉大。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机制在当今世界会如此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国际机制既可能是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供应派机制 ①（即国际机制

是霸权国供应的公共产品）——由大国主导，也可能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

基欧汉所认为的需求派机制 ②（由于国家的需要）——由小国联合组成。进而，

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减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改变体

系的特征，但这仅具有相关性而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规模效应的确能带

来更多的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产品，但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产品是由国家等效

用线决定的，也即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非机制所能

直接左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虽然有着很大的作用，

但仍然需要依附权力；③ 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是自变量，

是具有独立的地位，能够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

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④ 但以上分析显示，国际机制可以不依附强权而独

立存在，但国际机制不是自变量，它只是干预变量。 

推论三：参加国际机制将使国家追求更为合理的安全与发展平衡。 

从图 2 可以看出，国家加入国际安全机制后随着安全的单位成本降低，

同等预算条件下获得的安全产品更多，这样国家就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

展。在不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是一个暗箱，由国内政治决

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不同的国家，其等效用线的位置可能不同。也就

是说，国家等效用线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也随之

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即自变量）是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 

在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也是一个暗箱，但国际机制是

一个干预变量，它可以在体系层面通过改变安全与发展的成本和边际效用递

减的规律来干预和影响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使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另外，以克拉斯纳为代表的温和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国家行为，是一个干

预变量。参见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p. 185-205. 
④ 卡赞斯坦、基欧汉、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前言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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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趋向于平衡。具体逻辑如下： 

首先，参加国际机制后的国家预算线会成为一条曲线。假设 M 国加入了

一个安全方面的国际机制，规模效应使其安全方面的单元成本下降，同等投

入下获得的安全增多，表现为预算约束线以Ｂ点为中心向右上方转动。但由

于国际机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该国将受其他成员国情况的制约，所以这

一增加过程必然是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国家的投入与产出比不断下降，

所以预算线在靠近 Y 轴的部分会发生弯曲，国家预算线成为一条曲线。也即

参加安全机制后，图 2 中国家预算约束线由直线 A1Ｂ变为曲线 A2Ｂ。这一逻

辑也适用于一国参与发展方面的国际机制。 

其次，在国家预算线成为曲线的情况下，选择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平衡组

合是收益最大的。在图 2 中，E2 点是平衡发展的选择点，它所形成的矩形

OS2E2D2面积是最大的。所以，国际机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将使国家出于收

益最大化的考虑把曲线 U2移向 E2 点，即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上，国家会

趋向于选择二者的平衡发展。但曲线 U2最终是否移向了 E2 点，国际机制不起

决定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变量。 

 

 
图 2：M 国加入国际安全机制之后的收益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在 M 国加入安全机制之后，在国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安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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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1上升到了 S2，发展消费由 D1 上升到了 D2。这是由于规模效应而得到一

些安全方面的预算剩余，它可以将这一部分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方面，

也就是说国家参加安全机制后在增加安全的同时也增强了发展。以此类推，

如果某国参加发展方面的机制，它也可以将发展方面的预算剩余转移到安全

上。因此，不论参加机制之前的国家效用线是偏向安全还是发展的，在参加

国际机制之后，国家的选择都会趋向二者的均衡发展。这颇类似于新功能主

义的功能外溢，即在某个领域建立机制之后会带来其他领域的发展，但二者

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功能外溢是指从某个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比

如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安全领域的合作；而“预算转移”只是国家在某个

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安全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

发展领域。所以，这种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是功能的外溢，而是预算的转移。 

推论四：随着规模效应的变化，国际制度会有一个产生、稳定和解散的

过程。 

 

 
图 3：规模经济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虽然加入国际机制能够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单元成本，但是从长期看，

规模效应是会变化的，将出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变和规模不经济三个发

展阶段（图 3）。在国际机制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为了形成规模效应，某些国

家开始大声呼吁，希望与另一些国家在特定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如果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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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认为可行的话，国际机制就产生了。国际机制产生的领域和形式都是多

样的，在合作领域上既可能是安全方面的，也可能是发展方面的；在合作形

式上既可能是小国与小国，也可能是小国与大国或者大国与大国。在第二个

阶段，当规模效应形成之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就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各国会努力维护该机制的稳定。当出现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时候，成员国进

行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流逝，机制内某些成员

国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规模效应开始消失，国际机制的根基发生

了动摇，如果不能在现有成员国内形成新的规模效应，这个国际机制就可能

会解散，大家开始去寻找新的“组合”。由此可见，国际机制形成的根源还

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分工日益复杂、物流通信高度

发达和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没有出路了，为了更好地生

存和发展，国家也积极地参加国际机制来降低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元成本。

在以往的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机制看作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和研究

本体是有很大风险的，由于规模效应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国际机制的不稳定，

这使得国际机制在研究中最多只能是一个干预变量，而研究的本体应该还是

那个具有“稳定原子结构”的行为体——国家。 

推论五：在理论研究中，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

个分界线；但在具体研究中，它又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结合点。 

在学术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

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暗箱，把国家内部因素都放入这个暗

箱中。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理论将国家暗箱当做划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

工具。而在微观视角下，将国家的实力大小引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仅仅

只是将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放在这个暗箱里，将三大主流体

系理论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使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成为国际政

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界线，这就避免了简单地将国家实力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

剥离出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国家等效用线暗箱的设定只是出于分析需要。国家效用是由

国内的偏好来决定的。国内的偏好通过国际政治是难以进行分析的，而国内

政治则是分析国内偏好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国家行为微观图形中的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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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线既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条分界线，也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个

结合点，某种程度是将二者进行划分和结合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在理论

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彼此进行着独立的研究，

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其分界线。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通过这个图形将国

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比如，在对 M

国的具体研究中，可以先通过国内政治来分析 M 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偏好结构，

然后将国内政治分析出来的结果引入图形之后再进行国际政治的具体研究。

可以认为，国内政治影响国家的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

而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影响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何种选择。 

推论六：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

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

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 

对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华尔兹先后提出过“第二种意象”①（内

→外）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外→内）两个模式；古勒维奇在颠倒

华尔兹的“第二种意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颠倒的第二种意象”②（外→内

→外）。而本文的分析则可推导出“大国内→外→小国内”的模式，也即大

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

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

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结构是动态的，视大国和小国的情况

而定。大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决定者，小国是国际结构、

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结  语 

 

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一种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

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和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其所遗失的微观考察

①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②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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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结合起来，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另一方面

也旨在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结合点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关

系理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体系与单元之间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还

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的探

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① 还

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现实主义、新

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上深深地烙着一个“美国制造”的

烙印。这三个主流体系理论都以“同质国家”作为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而将

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把国际社会假设为

一个“平等”的社会，极力避免在帝国的体系下检验其理论。这即忽视大国、

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理性主义研

究方法本身的微观性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层出

不穷，但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体系—单元层次的相互关联、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

治之间的未知领域，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国和小

国”的前提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仅仅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身上，

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小国的研究的确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强项。要解决小国

的问题，还应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去帮助它们摆脱贫穷的

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也更加坚信每一个学

科、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和边界之外可能还存

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在使用和创新现有理论之前先弄清楚它们要解释什么、

能解释什么以及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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